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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[明清史研究] 主持人: 陈宝良 
  主持人语:通观目下的历史研究界,大抵已经

呈现一幅多样化的图景。究其原因,固然得益于新

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广泛引入,但亦与史家的自我觉

醒颇有关系。在面对如何求得历史的真实,以及如

何更加合理地阐释已有的历史事实这些课题时,史
家不得不抛弃固有的研究模式,转而寻求一种更为

科学的研究方法。
本期所收二文,一论明清州县狱囚的脱逃与处

置,一论清末黄河铜瓦厢决口以及清廷的应对之

策。两篇文章内容,看似迥然有异,实则牵涉一个

较为相同的问题,即地方政权与社会力量的崛起。
按照传统的观点,明清两代的中央专制集权达到了

顶峰。但在这种制度成熟或者说盛极的态势下,显
然面临着诸多的隐忧。换言之,朝廷的力量在面对

一些具体的事件时,其控制力量乃至手段已经不足

以完全左右地方政治乃至社会。就此而论,本期所

收二文的价值,显然对于重新认识明清两代地方政

治与社会力量的转向不无裨益。
在历史研究领域中,无论是法律史,还是水利

史抑或灾荒史,无不都是史学界较为关心的热心课

题。就研究角度而言,历史学者对历史上专门课题

的关注,显然与专门课题的研究者有所不同。换言

之,当历史学者关注诸如法律、水利、灾荒、医疗等

等课题时,无不借重自己所掌握的广泛的历史知

识,并使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就研究内容来

说,“地域”或者说“区域”概念的引入,无疑将使此

类具体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化。

明清州县狱囚的脱逃与处置

柏 桦
(南开大学 法学院及周恩来政府学院,天津市300071)

摘 要:狱囚的入狱是朝廷使用强制力的结果,体现的是朝廷对狱囚的惩罚,并非狱囚本人的意愿。由

于监狱的环境、衣食医疗条件差,人身自由受到监舍、狱具的限制,还可能受到牢头、狱卒的敲诈欺凌,狱囚的

身心都受到很大损害,处于极端痛苦之中。特别是对于已决待执行的囚犯,他们更面临着朝廷刑罚的严厉惩

罚。所以,脱离监狱,重获自由是许多狱囚的愿望,其中有一部分狱囚在特定条件下将脱逃的欲望变成了行

为。狱囚的逃脱是对朝廷和法律权威以及监狱制度的挑战,当然为朝廷所严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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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清州县监狱由于管理的不善,狱囚时有脱

逃,这引起统治者的注意,不但加强对狱囚的管理,
也不断明确监狱管理者的责任。对于狱囚脱逃采

取加重惩罚,但允许自首及相互举告。对于管理者

视情节轻重,分别给予行政处分,乃至追究刑事责

任,允许戴罪立功,在规定的时限内捕获逃脱狱囚,
可以减轻处罚。狱囚脱逃的原因和方式是多种多

样的,在法律上有在狱脱逃、在途脱逃、在配脱逃之

分,其原因有贿纵、故纵、疏纵之分,脱逃后有为匪、
行凶、拒捕、被获、自行投回之分,脱逃者也有一次、
二次、三次之分,在不同的情况下,狱囚与管理者承

担的罪责和责任也是不同的。

  一、贿纵与故纵

罪囚被关押在监狱之中,总是会想方设法出监

或脱逃,这里既有狱囚的责任,也有监狱管理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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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,在法律上区分为贿纵与故纵。贿纵脱逃,也
就是纳贿开脱;故纵则是管狱官吏、狱卒故意使狱

囚脱逃,法律上有受贿与知情的区别,两者责任

最重。
贿纵是管狱官吏、狱卒收受贿赂放任狱囚逃

走。在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情况下,对于贿纵处置极

为严厉,如建昌(今江西永修县)知县徐颐,受贿纵

放刑部提取的罪囚,“将刑房吏喻俊卿隐藏,暗图贿

赂,接受邓子富等三名钞四百余贯,脱放各人,却令

吏房徐文政抄批支吾”。事发之后,徐颐不但百般

遮掩,还鼓动民众赴京告诉自己的政事政绩,结果

被朱元璋以“如此奸狡百端,凌迟示众”[1]。按照

法律规定,受财者,计赃,以枉法从重论。官员(有
禄人)的枉法赃至80贯(两)以上拟绞,狱卒(无禄

人)的枉法赃120贯(两)以上拟绞[2],朱元璋的凌

迟示众的处罚,显然超过法律的规定。
故纵是故意,这里有出于仁慈之心的“纵囚”,

也有利用囚徒武猛以收为己用的“开狱纵囚”,还有

因为亲朋故旧而“放囚”。
出于仁慈之心的“纵囚”,多以唐太宗纵囚故事

为本,显示出宽大为怀,历代都有一些事例①。这

种纵囚被称为贤者,有些还因此被封为当地监狱的

狱神,接收后人的祭祀。如广东增城县狱卒亚孻,
就因为释放狱囚回家过年,狱囚均如约回狱,亚孻

大笑而死,后被封为广东增城县狱神[3]。再如清代

刑部监狱的狱神阿世图,在“康熙时官满司狱,以除

夕纵囚,元旦囚悉来归,一囚偶后。公惧,竟仰药

死。囚踵至,痛公甚,亦触柱死,即今肖像牵马侍公

侧者也”[4]。即便是贤者纵囚,一旦狱囚不能回

狱,其纵囚之罪是不能免的,阿世图因狱囚未能够

如期回归而畏罪自杀,如果私自纵囚的事情被查出

来,怜悯之心则不在法律考虑的范围之内,亦照故

纵律治罪,因为国法不容,为官绝对不能擅自做

主[5]。
“开狱纵囚”多见于反叛与起义利用狱囚来扩

大势力,也有官员为应付目前之急而借狱囚之力平

定叛乱。如正德五年(1440),刘六、刘七起义时,在
攻打州县时,“所过狱囚,即放为助,库藏甲兵,即取

为用”[6]。明嘉靖年间,东南沿海倭寇“金冠龙袍,
称王海岛,攻城掠邑,劫库纵囚”[7]。明末张献忠

在湖北攻打府县时,“尽出府县狱犯,收其狡壮”[8],
扩大自己的势力,与官军相抗衡。再如,咸丰三年

(1853),太平天国运动兴起,在形势危急之时,有官

僚就提出镇压反叛势力纵放囚徒的对策云:“逆匪

每陷州县,辄开狱纵囚,派充牌刀手。此等重犯,本
属亡命之徒,一旦出死入生,甘心从逆,每与官兵接

仗,拼死向前。如广西之冯云山,广东之凌十八,皆

① (清)赵翼:《陔余丛考》卷19《纵囚不始于唐太宗》:“纵囚事,唐太宗最著。白乐天所咏‘死囚四百来归狱’是也。然不自唐太

宗始。《后汉书》,马援为郡督邮送囚,援哀而纵之,亡命遇赦。钟离意送徒诣河内,解其桎梏,恣所欲过,与克期,俱至,无一或违者。又

县人防广为父报仇,系狱,其母病死,意听广归家,使得殡敛。广敛母讫,果还入狱。戴封为中山相,囚四百余人当刑,封哀之,皆遣归家,

与克期日,皆无违者。虞延为渔阳令,每至岁时伏腊,辄休,遣囚徒各使归家,并感其恩,应期而返。《晋书》:曹摅为临淄令,狱有死囚,岁

夕,摅行狱悯之,曰:‘卿等不幸致此,新岁人情所重,岂不欲暂归耶?’囚皆感泣,摅开狱出之,克日令还。掾吏固争,不听,至日果如期返。

范广令堂邑,丞刘荣坐事当死,家有老母。至节,广辄遣归,荣如期至。此皆汉、晋纵囚故事也。《癸辛杂识》又引何允、席阐文二人。按

允在齐为建安太守,为政有恩,人不忍欺,每伏腊放囚还家,依期而返。阐文在梁为东阳太守,冬至悉放狱中囚,依期而至。事皆见《南

史》。今考历代史传,更不止此。《宋书》:谢方明为南郡相,尝于年终放江陵狱囚,使过正月三日还到。主簿等固谏,以为昔人虽有其事,

或是记籍过言,当今人情伪薄,不可以古义相许,方明不听。悉遣之。至期,有人醉不能来,违二日乃返,又一囚十五日不至。五官朱千

期谷欲捕之,方明不许。囚逡巡墟里,不肯遽至,乡里责让,仍送至。又《梁书》:王志为东阳守狱有重囚十余,冬至日,悉遣还家过节。皆

反,惟一人失期,明日果至,乃因妇孕也。傅岐为始新令,冬至放死囚还家,狱曹固争不可,岐曰:‘囚若负信,令当坐。’竟如期而返。何子

季守建安,每伏腊日,放囚还家,亦依期返。此皆南朝事也(惟《陈书》有张种者为无锡令,见重囚在狱,天寒呼之出暴日,遂失之)。后周

萧撝上州刺史,至元日,狱中囚悉放归家,听三日,然后赴狱。主者争之,撝曰:‘昔虞延见称前史,吾虽寡德,以之获罪,亦所甘心。’诸囚

荷恩,如期而至。张华原为兖州刺史,先有系囚千余人,华原随事决遣,至年暮,惟有重罪数十人。华原各给假五日,曰:‘期尽速还也。’

囚皆曰:‘有君如此,何忍背之!’依期毕至。孙伏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至京师,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,伽悯其苦,乃与之期,约某日当

至,悉脱其枷。流人感悦,依期而至,一无离叛。隋文帝闻而异之,于是赐伽宴于殿庭,并诏诸流人悉宴而赦之。此皆北朝事也。《白孔

六帖》:唐吕元膺为蕲州刺史,尝录囚,或以岁旦不能归省为恨,元膺悉归之,皆如期返。《新唐书》:唐临为万年丞,有轻囚久系,方春,农

事兴,临悉纵归,与之约,囚如期还。元德秀为鲁山令,有盗系狱,会虎为暴,盗请格虎自赎,许之。吏恐盗逸,德秀曰:‘吾自任之。’明日

盗尸虎还。《宋史·冷豳传》:寒食放囚归祀其先,囚感泣,如期至。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:至元十年五月,诏天下狱囚,除杀人者待报,其余

概行疏放,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。后果如期至,遂赦之,共二十二人。又《陈天详传》:天祥知寿昌府,执倡乱者二人斩于市,其党王宗

一等十三人就擒。以冬至日放还家,约三日来,如期皆至。白宣慰司,尽释之。《明史》:许文岐为黄州守,狱有重囚七人,纵归省,刻期而

还。乃请于上官,贷之。周瑄为南京刑部尚书,当暑,遣囚之轻系者,曰:‘召汝则至。’囚欢呼,无失期者。俱见本传。此又唐以后纵囚故

事也”。中华书局,1963年,第378-380页。



系狱囚,幸逃显戮,遂致助逆鸱张。”对于这些重囚,
“若使蚤正典刑,何至任其豕突,残害无数生灵。应

请将距贼较近之各府州县监犯,除情罪较轻者毋庸

议外,其强抢重案及火器杀人在狱待决者,不必听

候部覆,准其就地即行正法”。[9]这些公开反抗的

人,显然朝廷的律例不能够制裁,按照传统“大刑用

甲兵”的原则,对于这些反叛势力就是镇压,而被反

叛势力释放或收容的罪囚,一旦捕获,很少按照法

律程序处置。
亲朋故旧“放囚”,这类纵囚虽然没有受贿,仅

以亲朋故旧关系而网开一面,虽然在重视宗法的当

时,其罪也是不能减轻的。如宣德三年(1428),河
南道监察御史赵俨,因为清理军伍,“非法杖死无罪

九人,事发,罪应死,后监处决”。在监狱时,赵俨的

同僚监察御史张循理将他带出监狱,一同饮酒,似
乎要尽同僚之谊,却不料赵俨“乘间逃逸”,这样张

循理的“纵死囚”罪是不能够免的,在审理过程中也

难免用刑,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定案,张循理便“以病

死狱中”[10]。如果不是病死,按照《大明律》的规

定,也是要抵死的。万历时,苏州有私用官帑千金

问斩囚犯管方洲,在狱关押时,看管他的是其儿女

亲家王百户,所以“防范稍疏,听其出入”,致使管方

洲逃逸,若不是王百户家出重赏及官吏捕役悯冤,
将管方洲抓捕归案,“迟三日百户者赴市矣”①。
死刑犯脱逃抵罪,当然也不会将亲朋故旧纳入减轻

的范围。
明清法律对贿纵与故纵行为的处罚是相同的,

而故纵有受财故纵与知情故纵的区别,前者即是贿

纵,后者则二者兼有之。无论是受财故纵,还是知

情故纵,都在“常赦所不原”的罪名之列,处罚也比

较严厉。“凡受财故纵与囚同罪人犯,该凌迟、斩、
绞,依律罪止拟绞者,俱要固监缓决,候逃囚得获审

豁。其卖放充军人犯者,即抵充军役。若系永远同

罪者,止终本身,仍勾原犯应替子孙补伍。”[11]这

个条例与律中“审系禁卒、解役贿纵者,即全科所纵

囚罪”相冲突,所以在嘉庆六年(1801)删除,这是因

为例的处罚轻于律,而当时社会动乱的局面,促使

统治者不得不从严处置。清代还加大对相关责任

官员的处分,如乾隆三十二年(1767)覆准:“斩、绞
重犯越狱系贿纵脱逃者,除管狱官革职拿问,有狱

官革职,留于地方协缉外,将该管府州革职,司道降

一级调用,不行严参之督抚降二级留任,已经严参

者降一级留任。并非贿纵者,将该管府州罚俸一

年,限一年督缉,逾限不获,降一级留任,或前案发

觉以后及未经开复以前,又遇所属重犯越狱者,即
降一级调用。督抚司道,初参罚俸六月,限一年督

缉,限满不获,罚俸一年。其问发新疆人犯越狱,俱
照斩绞重犯越狱例议处。如军、流、徒、杖、笞等犯

越狱,将该管府州随案查参,罚俸六月,道员罚俸三

月。”[12]根据脱逃犯人的罪责轻重,相关的官员从

革职拿问到罚俸,都要承担责任。类似狱囚脱逃案

件,都要皇帝亲自批示,是“旧制,凡属参案,虽一典

史疏防越狱,必明降谕旨,用示惩戒”[13]。正因为

处罚严厉,即便是禁卒受贿故纵,各级官吏在申报

时,总是强调依法看守,声明是偶致疏脱,承认疏脱

的责任,而规避受贿故纵与知情故纵的责任,所以

受贿故纵与知情故纵案件较少。

  二、疏纵脱逃

疏纵是因为管狱官吏、狱卒玩忽职守而疏于防

范,致使狱囚脱逃。罪囚在监关押或者押解过程

中,有时会由于官员不慎造成罪囚逃脱。但是无论

何种情况造成疏失,则不免受到惩治。
首先,出于对法律文书的审查不严,导致罪囚

逃脱。如明嘉靖元年(1522),南宁府上思州黄镠叛

变,“广西上思州,旧为土官治所,中更设流官,故土

人常为乱。夷目黄镠等,聚众攻州,欲夺其印,都御

史林廷选,捕(黄)镠,下浔州府狱,已而越狱,复率

众攻州,官军御之,乃诈降,副总兵张佑不为备。四

月,镠复攻破州城,守臣走,都御史张嵿等以状闻”。
既然已经将黄镠逮捕入狱,他是如何脱逃的呢? 这

也是问题的关键之一,所以“命廵按御史查先年致

(黄)镠纵脱者,逮问治罪”[14]。最终查出来是“有
伪为公牍下浔(州),释之”。伪造公牍并反叛,当然

严惩不贷,都御史张嵿进行追剿,将黄镠擒获,“槛
送三府,并俘其妻子,(黄)镠死于狱,仍弃市”[15]。

① 〔明〕沈德符:《万历野获编》卷18《逸囚正法》:“江陵当国时,持法不少假,如盗钱粮四百两以上,俱非时诛死。吴中有银工管

方洲者,私用官帑千金,事发问斩。奏请旨下即正法,暂系苏州卫之镇抚司狱。时押狱者王百户,即管儿女姻也,防范稍疏,听其出入。

一夕忽叛逸,上台震怒,即以主者代其罪收禁之,百户家故温,出重赏募人,四出搜讨。当事亦愍其苦,督捕役甚急。微闻有浮海行者,踪

迹可疑,乃南至闽广近海诸地,无不遍历,杳无消息。捕者意已阑,理归装矣。一日至香山嶴,忽传走洋败船飘至,姑往观之,则桅舵俱

失,寂无人声,仅火舱留一二垂死者,则管在焉。诸役大喜,绐之曰:‘吾辈亦将入南夷市贩,今如此危险,决意归矣。子可偕我行,子事已经

大赦,勿虑也。’遂拉之还吴,时旨已下,迟三日百户者赴市矣。比管至立释之,吴人骇叹天网之巧如此”。中华书局,1959年,第481页。



其不能辨别伪公牍的官吏,因为不是故意,则以疏

纵论罪。
其次,有的是因为管理疏忽,导致罪囚逃脱。

如康熙二十六年(1687),山东按察使宋荦曾经条议

《刑狱四事》,其第四事为解役之疏脱宜慎,总结狱

囚在押解途中,由于相关人等的疏防,导致狱囚脱

逃的几种情况。一是押解人员“代请雇觅”,本来是

“差遣必系正身,不许代请雇觅”,但“近见各属申解

重犯,名虽一犯二解,其实仅有虚名,批上姓字虽

存,途中并不管押,优游家内,行止自由,点发之际,
尚随同伴唱名,投审之时,不过雇人听点。抑且所

遣之人,率多民壮,在于所押之犯,无非奸徒,伏处

押中,尚有山林之想,跋涉途次,宁无奔逸之思,况
其党羽甚繁,随处可匿”。像这样押解,囚犯脱逃则

在所难免,官被参罚,役被拖累,所以他希望严格按

制度实行,“则责成既专,自无观望偷安之事”。二

是,押解差役扰害民间,多因没有计程定限,他认为

押解差役一日务行五十里,“如有违限,按名提究,
或彼此互相稽察,积弊自可顿除。庶逃人重犯既免

疏虞,而大路居民亦免骚扰之患矣”[16]。其实律

例中对囚犯押解途中不交州县监狱押管,在途中各

处汛兵不协同押送,州县官不派捕役迎送,地方保

甲不协同看管等都有严格规定,如果囚犯于途中脱

逃,所在地方都要承担责任。既然是有责任,也就

难免互相推诿,宁可承担疏纵责任,也不愿意承担

故纵责任。如乾隆二十七年(1762)六月,遣犯张四

等在巨流河(今辽宁新民县东)脱逃,地方官就强调

押解差役到县城以及天晚,“难辨年貌”,所以“令解

犯住宿 店 房,以 致 罪 犯 脱 逃”。乾 隆 二 十 九 年

(1764),在安徽定远县池河巡检司,又出现巡检“令
原解押至饭店”,罪犯脱逃的事,而该巡检司并没有

监狱。两件事合起来,勒定新例,即如有藉词推诿

不收人犯,以致疏脱者,脱逃人犯拿获,一面请旨,
一面立即正法;解送官兵人役,问拟死罪;从督抚到

州县官,都交部严加议处[17]。这是疏纵斩绞以上

重犯的处置,如果是疏纵徒流以下的罪犯,则在该

犯之罪基础上,减等处置。
再次,官吏、禁卒出于善意照顾罪囚,而导致狱

囚逃脱。如明万历年间(1573-1620),时任河南沁

阳县知县刘宾,对本县监狱管理比较宽缓,对那些

狱有疑未决者,“怜而颂系之,其人逸去,当以故纵

反坐,寻获之得免”[18]。颂系即不戴狱具,致使犯

人脱逃,算是故纵,因为很快将犯人捕获,便是疏

纵,所以可以免罪,但处分是不能够免的。如果是

因为善意而造成大案、要案,即便是疏纵,也不能免

罪了。如嘉庆十二年(1807),在广西桂林某县监收

禁的廖世滔等11名罪犯,因逞凶行劫入狱,他们商

同脱狱,拒捕伤人,经过查实,是因为禁卒孙德等,
“因该犯等身带全刑,哀求将手铐暂开,可以自便。
遂瞒官听情,早晚私行开放,其赭色衣裤,又任脱换

浆洗,致令乘间脱逃”,因为是“无贿纵情弊”,所以

“实属疏纵”。因此,广西巡抚恩长,按照律例规定,
将禁卒孙德等“拟以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”。嘉

庆帝认为所拟还是稍轻,将“孙德、秦义,著各加枷

号一个月,满日,各责四十板,再行发配”。虽然是

疏纵罪,但管狱和有狱官也不能免责,管狱的“典史

进监点验时,监门虚掩,漫无防范,以致盗犯十五人

乘机夺门拥出,同时脱狱,其咎甚重。典史高宜,著
革职拿问,毋庸限缉,即发往新疆效力赎罪”。有狱

的知县席存鼎,“著革职,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”。巡

抚恩长因为缉捕有功,“从宽改为交部议处”;臬司王

家宾,署桂林府知府汤藩,则“交部严加议处”[19]。
这一案件,从管狱的典史到本省巡抚,都没有免于

责任。
狱官纳贿开脱属于故意犯罪,狱官疏防的属于

过失犯罪,那么在狱囚押解过程中脱逃,也要区分

故意与过失,而由于预防在管理方面玩忽职守,导
致狱囚脱逃,虽然不是故意,但依据明清法律,不但

脱逃狱囚要予严惩,相关的责任人也要予以严惩。
对于重犯脱逃的,在捕获后直接处决,甚至不

用遵循“秋冬”行刑之制。如乾隆三十八年(1773),
发遣福建驻防为奴之俄罗斯费约多尔等三犯脱逃,
福建驻防将军因八月为停刑之月,便饬交该县严行

监禁,准备于九月初四日正法。乾隆帝认为这类人

犯,“系狱太久,难保无防守懈弛,乘间越狱自戕等

事,致令幸逃法网,殊有关系”。要求对这种“凶盗

逆犯,干涉军机,应行立决及当加刑鞫者,均即随时

办理,声明咨部,不得拘泥旧例”[20]。狱囚脱逃属

于大案,对于这类犯人的处置,是不按照正常的司

法程序,应当处死便处死,应该刑讯便刑讯,而致使

狱囚脱逃的责任人,要按照律例规定处罚,该管各

上司则依据处分例分别给与革职、降级、罚俸处分。
值得注意的是,由于清朝系少数民族入住中

原,因此其法律在沿用明朝法律的同时,具有一定

的民族特色,如旗人有特殊的规定。“顺治年间定,
旗员看守监牢,因事躭延空班,或不交与接班之人,
私自回家者,降一级、罚俸一年。”“旗员看守重犯监

牢不严,听任重犯与外人肆言者,革职。”[21]对于

蒙古,采取“边内人在边外犯罪,依刑部律。边外人

在边内犯罪,依蒙古律。八旗游牧蒙古牧厂人等有



犯,均依蒙古律治罪”。“凡捕获盗贼,送该札萨克

处收禁。若在盛京及归化城等处拿获者,即在犯事

处收禁”[22]。有着明确的区别,相同的罪责,遵照

民族习惯,采取不同的处罚方式。

  三、狱囚脱监在逃

明清法律对于狱囚脱逃有明确区分。其中由

门脱逃的,为“脱监”;越墙脱逃的,为“越狱”。在捕

亡律中有“狱囚脱监及反狱在逃”,“主守不觉失

囚”;在断狱律中有“囚应禁而不禁”,“与囚金刃解

脱”;对狱囚脱逃的罪责轻重予以划分。因为狱囚

自行越狱,要在原来的罪责上加二等,如果本人越

狱并顺便将其他的囚徒放出,其他囚徒虽然与越狱

囚徒同罪,但非主动脱逃,所以没有死刑,罪止杖一

百、流三千里。看管人员在不知觉的情况下使狱囚

脱逃,减狱囚罪二等,也就是说没有死刑;如果狱囚

反狱,是狱囚有暴力行为,看管人员在制止时有困

难,所以再减二等;除此之外,还给予看管人员以赎

罪的机会,即给限追捕,若能够将脱逃狱囚捕获,可
以免罪及免于处分;至于因看管人员看管疏忽致使

狱囚脱逃,也要治罪,而故意放囚及受贿纵囚,则要

从重论罪。狱囚应禁而不禁,应带械具而不带致使

囚犯脱逃,要视囚犯的罪责而定看管人员的罪责,
有故纵、知情、受贿等情,则要从重定罪。看管人员

给予狱囚金刃等物,致使狱囚解脱或自杀,要视情

节轻重给予定罪,这里也要区分知情与不知情,故
意与疏忽,受贿与不受贿来量刑定罪。

除了律中规定的狱囚脱监的量刑标准之外,明
代弘治以后到清代,在条例中还有加重与减轻的量

刑标准。如明《万历问刑条例》在“狱囚脱监及反狱

在逃”有例规定:“各府州县掌印巡捕官,但有死罪

重囚越狱,三名以上,俱住俸带罪勒限缉拿,六名以

上调用,十名以上降一级,十五名以上降二级,通限

三个月以内,有能尽数拿获者免罪。卫所官遇有失

囚,亦照前例。若偶因公事他出,致有疏虞者,减现

在主守之人罪各一等。其兵备守巡官,系驻扎处

所,失事二次,参奏罚治。抚按官有隐匿不以实开

者,听部院该科参究。”[23]而清代在此律下,前后

增删有16条,对律中没有规定的问题确定量刑标

准,如给脱逃狱囚通线、剃头、销毁刺字等人的量刑

标准;对牢头的量刑标准;越狱囚犯纠伙党三人以

上的量刑标准等,都比律中规定的刑罚加重。对于

看管人员,则明确规定量刑与处分标准[24]。
清代《吏部处分例·禁狱》,自康熙三年至同治

二年(1664-1863),前后出现99条,是有关监狱管

理失误、违规、违法,致使狱囚脱逃方面的规定,一
般情况下,监狱管理人员如果出现律例规定的罪

责,多以处分例来替代。
对于贿纵案件,统治者的处置往往也不按法

律,如明宣德四年(1429),浙江按察司佥事王铉,因
为丧母而收受别人的白金,“干县官释死罪狱,论法

当绞”。但是法司认为应该按新例,“纳米赎罪复

职”,已经违反法律,宣德帝却认为:“风宪官犯赃不

可复罢为民,仍追夺诰命。”[25]允许复职,仅仅是

追夺诰命而已。再如,乾隆二十八年(1763),山东

临胊县拟入情实斩犯国子能贿嘱禁卒越狱,案件是

按照规定的程序使用题本上报,乾隆帝认为:“向来

各省越狱之犯,虽所时有,而以秋谳情实应勾重犯

贿卒脱逃,实为从来罕见。”那么循例使用题本,便
是“甚属不知轻重”,应该是山东巡抚崔应阶“漫不

留心整饬”所致。于是对越狱犯国子能采取了“一
面专折奏闻即行正法”的处置,贿纵的禁卒朱作彦

也被从重处置,相关的责任人,“典史李勋着革职拿

问,知县胡启植革职,仍留任所,勒限缉拿。巡抚崔

应阶及臬司道府等官,俱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”[26]。
再如,乾隆三十一年(1766),湖北江夏县起解发遣

新疆人犯胡崇德,贿嘱兵役江海等,解至孝感县脱

逃,乾隆帝认为:“此等紧要遣犯,该兵役等胆敢受

贿纵放,实属大干法纪,若不严加惩创,何以示儆。
胡崇德现已弋获,固应即正典刑,其贿纵为首之兵

役,审明后亦应即行正法,为从各犯并著发往乌噜

木齐,以昭炯戒。”[27]这些虽然是专案处置,但在

现行的律例上加等,便成为新的事例,律例的权威

也就不复存在。
贿纵的处罚严厉,地方官有意遮掩是在所难免

的,那么以贿纵诬陷,便可以置之于死地。如明成

化元年(1465),福建上杭县攻打县衙门的阙永华,
被抓获之后,招认曾经贿赂知县黄希礼才被释放出

狱。贿纵重要囚犯,按照律令要科以囚犯之罪,阙
永华是斩立决的重犯,所以“法司坐(黄)希礼罪

死”。黄希礼不服,派人到京师进行京控。此案交

巡按及三司复审认为:“(阙)永华已诛,言不可质,
恐或诬善良,有如希礼之诉”。明宪宗批示:“此诚

可疑,《书》曰:罪疑惟轻。其宥希礼死,但身为县

令,不能以死守城,君臣之义安在? 其谪戍边卫,以
警偷生苟免者。”[28]此案件可以说疑点重重,既然

阙永华指认知县黄希礼贿纵,为什么不留下阙永华

质对? 却先将其杀死,显然有官官相护之嫌,更何

况知县黄希礼即便是没有贿纵,弃城而走,按照“主
将不固守”律,也应该判以斩刑,却因为被诬告而减



等处置。且不管此案的内情,查出贿纵处死却是显

见的,也就无怪乎地方官规避了。
地方官虽然规避贿纵,但此类案件也屡有发

生,一经发现,处置也比较严厉。如朱元璋讲:“各
处为事囚徒,有司或差吏员,或弓兵,或皂隶,或长

押人等,管解赴京。此等之徒,不知厉害,惟务贪

赃,中途卖放者有之,就于本处狱内卖放者有之。
似此奸贪卖囚之徒,屡常拿住刑之,人各不畏其死,
犯者相继。此诰一出,敢有仍前卖放囚徒者,本身

处以极刑,籍没家产,人口迁于化外。”[29]一旦贿

纵,不但处以死刑,还附带籍没家产及家属迁徙化

外的刑罚,体现出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思想,而严惩

贿纵却是明代的一贯方针。宣德元年(1426),锦衣

卫百户刘彝、吴敏,分别前往江西、松江提取囚犯,
“受重囚贿,纵之逃”。回京之后,便私自嘱咐礼科

给事中章云、马俊,请他们不要将此事上奏,结果为

侍班御史所劾,下法司鞫治之,勘问出事实,宣德帝

批示:“(刘)彝、(吴)敏卖囚,复面谩,悉弃市。给事

中(章云、马俊)受私嘱不举,发交址充吏终身。”
[30]清代继承明代的方针,并加强对相关责任人的

处分,如罪应凌迟、斩绞立决、监候重犯越狱脱逃,
“审系禁役贿纵故纵脱逃者,协缉各官俱发往军台

効力赎罪”[31]。禁役贿纵故纵,按照律例与罪犯

同科,罪犯应凌迟则凌迟,罪犯应斩绞则斩绞,贿纵

此类囚犯,死刑是在所难免,而相关责任人的处分

也很重。清人薛允升认为:“贿纵人犯越狱,非特管

狱、有狱官处分綦重,其该管之府州革职,道员降一

级调用,臬司降一级留任,督抚罚俸一年,处分亦不

为轻,宜此等案件之不多见也。”[32]正因为处分太严

厉,无论是当事人,还是责任人,都想方设法地规避。
《明大诰武臣·监工卖囚第二十六》记载,留守

中卫千户郭成被任命,负责监领囚人砌城,他却接

受了罪囚舒余庆钞300贯,将其放回家。为了掩盖

罪行,用受贿财物中的61贯,到土工宋官保处买了

个死尸,顶替舒余庆,将尸体掩埋。后被判处发往

金齿(今云南保山)充军。这是官受贿而为囚犯设

法脱逃,也有收受贿赂双方共同作弊,如“重犯通买

禁卒、医生,诈称病故,掌印官相验不亲,委官亦恶

凶秽,辄报真死,及尸出而脱逃者,如临县武伟,至
于异端邪教,停息定脉,尤不可凭”[33]。更有甚

者,官匪一家,官养贼,贼供官,盗贼成为官的衣食

父母,如《留青日札》所云:
隆庆(1567-1572)末,乡民夜获一盗,乃惯偷

也。送之里长,里长惧而不受。付之应捕,应捕熟

而不擒。不得已送之县丞,丞鞫之曰:“汝何处人?”

曰:“余杭人。”丞曰:“余杭人如何来我钱塘为盗?”
堂下隶胥闻之,皆掩口而笑,是贼但不当越境邪?
又将自己酒食劳之曰:“汝良苦矣。”且纵之使逃,两
索其贿而罢。或私语丞曰:“治贼何以如是?”丞笑

曰:“此皆衣食父母也。”呜呼! 此非巨盗之魁也哉。
时行保甲之政,谣曰:“要民安,先保官,官养贼,贼
生翼”[34]。

这种官养贼,贼贿官,彼此之间在利害关系上

达成一致,只要不被揭发检举出来,即便是有严厉

的刑罚,也奈何不了他们,因为这些大小官僚,“苟
得一官,皆图利而不图名,要财而不要命,其实皆子

民膏血,国家厄运也。安知非天降之灾,生民涂炭,
非天数,即人数也”[35]。不是法律不严格,是在法

律不能够严格实施,国有治法需治人,若法律管不

住人,人则可以在法律中游移,而统治者的任意轻

重,更给官吏们规避提供了方便。
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,狱囚的逃脱有多种情

形,有的是官吏狱卒收受贿赂而私放,有的是因为

规定有漏洞,或者是防范不严,有的是官吏狱卒疏

忽或玩忽职守所致。原因虽然各有不同,但是对王

朝法令和监狱制度的严肃性、权威性的损害相同。
因而,法律对狱囚逃脱负有责任的官吏狱卒及逃脱

的狱囚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,一方面是惩治这种

行为,另一方面也意图儆诫狱囚,使之不敢逃脱。
同时,也是要告诫、督促相关官吏狱卒恪尽职守,加
强防范。除了加大惩罚外,明清王朝以及地方官吏

也多方面探索解决狱囚逃脱问题的办法。包括严

密有关法规,改进狱囚审讯、押解、看押等环节,改
革监狱设计、加固监舍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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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BreakoutandDisposalofInmatesintheMingandQingCountyPrisons

BAIHua
(ZhouEnlaiSchoolofGovernment,NankaiUniversity,Tianjing300191,China)

Abstract:ImprisonmentoftheconvictedinmatesistheseverepunishmentasaresultofthestrongpoweroftheCourt
ratherthanthewilloftheinmatesthemselves.Duetothepoorlivingandmedicalconditionsofprisons,aswellasrestric-
tionsonpersonalfreedom,restrictionsonprisonutensils,andeventhepossibilityofbeingblackmailedandcheatedbya
leadprisonthugorotherjailers,theinmatessufferedbothphysicallyandmentallyingreatpain.Thus,itwasthedesire
ofmostinmatestoescapefromprisonandregainfreedom,andsomeofthemactuallyturnedthisdesireintoaction.As
theinmates’breakoutwasachallengetotheCourtandthelegalauthorities,itwasconsequentlystrictlyprohibitedbytheCourt.
Keywords:countyprison;breakout;bribe;neglect;inmate


